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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城布局的形成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写定

徐龙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徐建委(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文 学 院 副教授)

笔者曾对中国古代都城城门门道进行专门研究。据目前所见，古代都城城门

门道设置多少并不一致，主要有一门一道、一门二道、一门三道、一门五道等几

种形制。其中，一门三道是除一门一道外流行时间最长、发现最多的形制，春秋

战国时期初露端倪，西汉时期形成定制，自此以后便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城门的基

本形制
1
。一门三道城门形制也是《考工记·匠人营国》的重要内容，它与《匠

人营国》具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匠人营国》写定于何时，它所描述的都城形制

何时出现，是确有蓝本还是凭空想象，这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

意在通过城门门道形制的发展演变及汉长安城布局形制的形成，探讨《匠人营国》

所载都城形制的渊源，并据此对《匠人营国》写定时间及它与汉长安城的关系作

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 都城门道形制发展脉络

夏、商、西周时期，大城及宫城城门均未发现一门多道的形制。一门多道形

制首先出现于这个时期的宫殿建筑院落南门上，但发现数量极少，如二里头一号

宫殿院落南门、偃师商城宫城三号及五号宫庙建筑院落南门即为一门三道形制
2
，

这种首先出现在宫殿院落南门的建筑形式，不排除具有一定的政治礼仪功能。一

门一道仍是这一时期最常见的形制，如已经发掘的二里头二号宫殿建筑、偃师商

城四号建筑、西周岐山凤雏西周甲组建筑等，均为一门一道形制。就宫城内的宫

殿建筑院落来说，三代时期主要以一门一道为主，也有一门二道和一门三道的，

似乎没有定制。

在春秋战国列国都城考古中，发掘的城门只有少数几座，绝大多数为钻探资

［1］
徐龙国《中国古代都城城门门道研究》，《考古学报》2015 年第 4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138～151 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

商城宫城第三号宫殿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15 年第 12 期。刘庆柱主编《中国古

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第 89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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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此时各国都城盛行“两城制”，或大小城相套，或东西并列，齐国都城临淄

为大小城嵌入的模式。从目前发现的情况看，大部分为一门一道，只有在楚国纪

南城和寿春城发现了一门三道的形制，这种形制出现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晚期或战

国时期
3
。两座楚国都城都有一门三道形制，说明楚国很可能是使用这种形制最

早的国家。除楚国外，其他各国的大城及宫城均为一门一道形制。

纪南城为楚国春秋中期至公元前 278 年的都城，现在所见纪南城应是春秋晚

期或战国初期所筑，一门三道的形制大致形成于这个时期，并一直沿用至战国晚

期的寿春城，楚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则不见一门三道形制。之所以一门三道首先出

现于南方，可能与此时舟车成为日常交通工具，而且与南方水陆交通发达有关。

毕竟水上行船，需要有进退有序，尤其在不宽的水道上，要分出上行与下行水道，

同时中部还要留出一定的距离，防止来往船只发生碰撞。在二十世纪初的京杭大

运河上，我们还能看到三排船只上下有序航行的画面4。

目前尚无秦代郭城及宫城门址的发掘资料，其门道情况不清楚。西汉宫城为

一门一道形制。但郭城城门全采用一门三道的形制。而且中门道明确记载为皇帝

专用，没有特许，虽贵为太子、公主不得擅行，两侧的门道供一般人出入
5
。直

城门和西安门的中门道地面保存较好，门道路面上所抹的草拌泥平整如新，表明

中门道使用的不多，两侧因长期碾压，门道路面凸凹不平，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6
。中门道的礼仪功能远远大于其交通功能，一门三道形制突出了皇帝和皇权的

尊严。东汉洛阳城郭城也是 12 座城门，每个城门均为一门三道形制，但宫城情

［3］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探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 年第 3、4 期。

［4］ 邢文军、陈树君：《风雨如磐：西德尼·D·甘博的中国影像 1917—1932》，第 145页，长

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

［5］
《汉书•成帝纪》记载“(成)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

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

上大悦，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应劭曰“驰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汉

书•江充传》“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充呵问之，公主曰：‘有太后诏。’充曰：

‘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尽劾没入官。后充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

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

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 2008年发掘简报》，

《考古》2009年第 5期。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66543e1b8a2e7aa3746d5e054a7431a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www.cqvip.com/Main/Detail.aspx?id=30486268&ie=utf-8&sc_us=701676758138291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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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不明。

通过对秦汉城邑的研究，我们发现郡国城及一般县邑城均为一门一道形制
7
。

也就是说，至少从西汉早期开始，一门三道就成为都城郭城城门的定制。如果把

一门三道中的中门道称为正道的话，其他两个门道则为旁道。正道是留给皇帝行

走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相互印证了这种特权，因此，一门三道形制成为皇权

至高无上的象征之一。

自西汉长安城之后，一门三道成为都城郭城城门的定制，曹魏邺城、北魏洛

阳城、东魏和北齐邺南城等城门均为一门三道形制。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魏晋

及之后的宫城城门已使用一门三道形制。北魏洛阳城宫城南门——阊阖门及其正

北的二号门址、三号门址，均为一门三道形制，比一般郭城城门更加宏伟壮丽，

宫门后置而不与宫墙相连，门前双阙不突出于宫墙却与宫墙相接，是迄今为止发

掘所见最早的宫城门阙，开启了北齐邺南城朱明门、隋唐洛阳宫城正门应天门门

前置双阙的先河。东晋南朝建康城是在东吴建业城的基础上建成的，据推测，其

郭城及宫城城门可能也是一门三道。

隋唐时期，一门三道仍为郭城城门的主要形制；新规划出的皇城城门也为一

门三道；宫城正南门为一门三道或五道，其他多数为一门一道，也有一门二道的，

但数量较少。隋大兴、唐长安城郭城、宫城正门新出现了一门五道形制，把象征

皇权的门道推到极致。这个时期，一门三道或五道的门址，虽然各个门址之间门

道宽度不等，但同一门址各门道基本是等宽的。

大明宫门道形制比较复杂，正南门丹凤门为一门五道，含耀门和昭庆门为一

门二道，其他多数为一门一道。丹凤门遗址规模之大，门道之宽，马道之长，均

为目前隋唐城门考古之最，充分展示出城门高大宏伟的皇家气派。与之相比，即

使唐长安城的正南门明德门，在规模上也要小了许多
8
。

已经探明隋唐洛阳城定鼎门、永通门、长夏门、厚载门、建春门、上东门、

安喜门、徽安门，其中定鼎门、永通门、长夏门经过发掘，均为一门三道形制
9
。

［7］
徐龙国《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的发掘》，《考古》2006

年第 7 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 1959—2001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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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鼎门为隋唐东都郭城正南门。盛唐时期的定鼎门保存较好，北宋后期定鼎门由

三个门道改为一个门道。

隋唐洛阳城宫城南墙上 3座城门均为一门三道，其中应天门规模最为宏大。

西墙上的崇庆门、东墙上的宣政门、北墙上的玄武门及宫城其他城门，均为一门

一道。应天门是隋洛阳城宫城正门，有早、晚两期遗存。早、晚两期门址皆为一

门三道形制。晚期门道内地面皆铺石，而定鼎门未见铺石，晚期应天门规格应高

于定鼎门。

总之，一门多道城门形制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形成定制。

中国古代都城城门门道形制，以西汉都城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

以一门一道为主，后段则一门多道占居绝对优势，且以一门三道为主要形制。一

门多道最早出现在郭城城门上，至魏晋时期，宫城正门也多采用这种形制，并且

建筑体量及豪华程度都超越了郭城城门。三代时期，虽然也出现一门多道形制，

但主要见于宫殿院落上，而且并未形成制度。

二 汉长安城形制与《考工记·匠人营国》

《匠人营国》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10
。这段话包含了城门的形制、道路分布、手

工业与市场、宗庙与宫殿的位置关系问题，大体勾画出中国古代的一种都城形制。

很多学者把《匠人营国》看作两周制度，用《匠人营国》来指导东周都城，甚至

西周都城的研究。有学者把周代的城邑建设分为两个时期，认为第一次发生在西

周开国之初，第二次发端于春秋末叶，到战国时期波及全国，并认为《匠人营国》

的规划制度是对周代建筑制度和经验的整理和总结
11
。但是，在夏、商、西周城

址中没有发现一门三道形制的城门，而且《匠人营国》中所记载的其他内容在三

代考古中也未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因此可以断言，《匠人营国》绝不是对三代城

邑制度的总结。

虽然一门三道城门形制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纪南城，但只是个别城门(西

门、南水门)，而且不是其正门(正门在南墙东部)，当时并未形成“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都城布局，而这种城市布局的形

［10］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四十一，第 927 页，中华书局，1980 年。

［11］
闻人军《考工记导读》，第 127 页，巴蜀书社，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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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则晚至西汉时期的长安城。

汉长安城的基本形制可以概括为：面有三门，门有三途，九经九纬，经途九

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然而，考察汉长安城的建设过程会发现，上述各个方

面不是同时出现的，有的出现于西汉早期，有的直到西汉末年才出现，汉长安城

基本形制的定型则是在西汉末年。在此之前，实在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规划蓝本。

西汉长安城的各部分乃因需而建，说明它不是帝国按照典籍来预先规划和设

计的。首先，汉长安城每面有 3座城门，每座城门有三股道路。汉长安城大体经

过了高祖、惠帝、武帝和王莽四个建设时期。汉高祖定都长安以后，让萧何负责

建设都城事宜，当时在修葺利用秦兴乐宫(汉改为长乐宫)的同时，营建了未央宫、

前殿、武库、太仓、东阙、北阙及大市。至汉惠帝时营建了四面城墙，西市、北

宫、社稷、太上皇庙、高庙。汉武帝时修建桂宫、明光宫、建章宫，扩建北宫，

开凿昆明池、漕渠、京师仓、上林苑。王莽时期在南郊建明堂、辟雍、王莽九庙。

面有三门，门有三途，形成于汉惠帝时期。

关于城门及门道情况，汉赋中亦有描述。如班固《西都赋》曰“建金城其万

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
12
。再如张衡《西京赋》曰

“徒观其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廛里端直，

甍宇齐平”
13
。虽然汉赋不乏浮夸溢美之词，但班固（32～92 年）为东汉初年扶

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当亲眼看过长安城的城市全貌。张衡（78～139

年）也曾亲自游历过三辅地区，当时的汉长安城虽然破旧，有的城门被封堵，但

城门街道旧貌依然可辨。因此，他们在赋中所描述的正是汉长安城一门三道的真

实状况。关于《匠人营国》中的“九经九纬”，郑玄注曰“经纬谓涂也。经纬之

涂容九轨”，贾公彦疏“释曰言九经九纬者，南北之道为经，东西之道为纬，王

城面有三门，门有三涂”
14
。贾公彦把“涂”释为道，使人产生了东西、南北各

有九条道路的误解，因此，郑玄之说更加准确。但贾公彦所言每个城门有三途，

即有三个门道，这种解释是很正确的。王城街道不仅在通过城门时分为三途，即

在城内也是三途相并的
15
。城内三途并行也被考古发掘所证实。2009 年，我们对

［12］《后汉书·班彪列传上》，第 1336 页，中华书局，1965 年。

［13］ (南朝梁)萧统选，(唐)李善注：《文选》(上)，第 53～54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14］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四十一，第 927 页，中华书局，1980 年。

［15］
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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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城门大街进行试掘时，就发现三股道并行的情况，西汉初期三股道总宽约 32

米，宽度与城门及隔墙总宽相近，中期以后街道扩展一倍，达到 61.4 米
16
。城门

门道每股道宽 8米，除去两侧立柱所占空间，中间余宽约 6米，如按当时车辆轴

长 8尺，约合今 1.84 米，每股道可并行 3辆车，印证“经涂九轨”之数。另据

霸城门的发掘资料，汉代车轨宽 1.5 米
17
。由此推算，每股道可容 4车并行，三

股道即可容 12 车并行。所以，张衡在《西京赋》中说“参涂夷庭，方轨十二”。

其次，西汉一代，宗庙或立或毁，没有形成定制，至西汉之末，王莽托古改

制，在汉长安城南郊建立了以“王莽九庙”为代表的宗庙建筑，出现了左祖右社

布局。汉初太上皇庙
18
、高庙

19
、惠帝庙

20
均在汉长安城内，从相对位置而言，均

处于未央宫前殿左侧。也有学者认为，西汉帝庙除汉高祖高庙、汉文帝顾成庙在

京城以外,其他帝庙(包括惠帝庙)都在帝陵之侧
21
。汉文帝顾成庙在汉长安城东

南，位置在今西安市玉祥门西约一公里，大庆路以北处
22
。汉初社稷是在秦社稷

的基础上建起来的
23
，位置虽在汉长安城西安门南出大道以西，处于未央宫前殿

右侧，但就高祖庙与社稷来说，一在城内，一在城外，二者相距较远，似乎缺乏

“左祖右社”的安排。蔡邕云“汉承亡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帝

［16］
资料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考古队。

［17］
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考古通讯》1958 年第 4 期。

［18］
陈直校《三辅黄图校证》：“太上皇庙在长安城香室南，冯翊府北。”第 116 页，陕西人民

出版社，1980 年。

［19］
《汉书·叔孙通传》“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民，作复道，方筑武库南，通奏

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

晋灼注：“《黄图》高庙在长安城门街东，寝在桂宫北。”第 2129～2130 页，中华书局，

1962 年。

［20］
《长安志》卷五引《关中记》载：“惠帝庙在高庙之西。”刘庆柱《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

注》，第 97 页，三秦出版社，2006 年。

［21］
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宗庙刍议》，《考古与文物》1999 年第 6 期。

［22］
《汉书·文帝纪》服虔注:“庙在长安城南，文帝作。”第 121 页，中华书局，1962 年。《长

安志》卷十《唐京城》在记述唐长安城休祥坊时提到“坊内有汉顾成庙余址，庙北汉奉明园。”

(宋)宋敏求著、（清）毕沅校正《长安志》，长安县志局印，1931 年。

［23］
《汉书·郊祀志》：王莽提出“‘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后

立官稷。”臣瓒注：“高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礼》所谓太社也。时又立官社，配以夏

禹，所谓王社也。”第 1269 页，中华书局，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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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世，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毁”
24
。元、成时，虽根据

儒家规范制定过宗庙制度，但却时兴时废，屡次反复，并未贯彻始终。至元始年

间(1～5 年)，汉室最终确立了以高祖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宣帝

为中宗，元帝为高宗，再加上“亲未尽”帝庙的宗庙制度
25
。此时，王莽又增建

官稷于原来的官社后面，并为自己立宗庙社稷。至此，宗庙、社稷及“王莽九庙”

位置分列于未央宫前殿的西南部与东南部，以未央宫前殿为中心，以西安门南出

大道为轴线，出现了明显的“左祖右社”格局
26
。由此可见，汉长安城左祖右社

的布局，经过了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从西汉初的不定型，后来又经过很长时间

的无序混乱，直到西汉末年才大致呈现出来。

再次，汉长安城的东市、西市均位于城内西北部，即雍门大街北侧、横门大

街东西两边、汉长安城北城墙以南。东市似即高祖六年(前 201 年)所立的大市
27
，

西市建于惠帝六年(前 189 年)
28
，西市应相对于东市而言的。相对于南面的政治

中心未央宫前殿而言，两市位于宫殿北部，西汉初年呈现出面朝后市的格局。然

而，这种格局主要应是当地地势造成的。整个汉长安城地势南高北低，未央宫和

长乐宫当然要安排在南部地势较高的地方，尤其是未央宫占居了龙首原高地，所

在地势全城最高，符合居高居前立宫的要求。汉长安城北部靠近渭水之滨，地势

较低，是一般民众的居住区、官私手工业作坊区和市场区，这里靠近河流，交通

方便，适宜发展工商业。

西汉之前，市场一般与手工业作坊及居民区相邻，同时也考虑到用水及交通

问题，很少有符合面朝后市布局的。秦国都城雍城的市场遗址，位于宫殿区北部，

似乎符合面朝后市的布局，该遗址时代为战国时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市场遗址。

但秦都咸阳城就未见这种布局，从发现的情况看，秦咸阳的宫殿区位于北部，而

长陵车站至柏家嘴等手工业作坊区则大致位于宫殿区的西部及南部，其市场可能

就在作坊区附近。即使到了东汉洛阳城，三市中只有金市位于城内，其他两市都

在城外，金市位于北宫西南，南宫西北，似乎也不符合面朝后市的格局。如果说

［24］
《后汉书·祭祀下》注引《袁山松书》，第 3199 页，中华书局，1965 年。

［25］
《汉书·韦贤传》，第 3118～3119 页，中华书局，1962 年。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 年。

［27］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 1120 页，中华书局，1959 年。

［28］
《汉书·惠帝纪》，第 91 页，中华书局，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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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城是面朝后市布局的雏形，那么汉长安城最多算是其后继者，二者之间有多大

程度的关联，现在仍然不清楚。我们认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地势而为的

结果，并非以某种模式为蓝本，经过刻意规划而成。无论如何，这种布局成了《匠

人营国》的重要内容。

总之，《匠人营国》所描绘的都城形制在西汉之末的长安城中已经初步成型。

汉长安城形制与《匠人营国》所描绘的都城形制如此相近，不得不令人怀疑二者

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是《匠人营国》指导了汉长安城的建设，还是汉长安

城的形制影响了《匠人营国》的内容，这里的关键是《匠人营国》写定时间问题。

通过门道形制及汉长安城建设过程的研究，笔者发现，古代都城形制与《匠

人营国》的时代关系被完全颠倒了，实际上应首先研究西汉长安城布局形制的形

成过程，然后研究《匠人营国》是如何总结汉长安城的建设成果，并对这些成果

进行条理化、理想化，进而形成这篇作品的。东周时期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

城邑建设的动态过程也随之加快。尤其是战国时期，战争频度，战争规模日益加

剧，城邑不断遭到破坏，新的城邑不断建立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地上遗存，绝

大多数是战国以来的遗存。这些当时的名城大都，多数因地制宜、随形就势而建，

很少强求方正，也很少有统一的布局安排。从某种程度上说，战国列国都城布局

与《管子·乘马》所记载的内容更加符合。《乘马》篇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

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无近旱而水用足，下无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29
。我们知道，东周时期不仅是一个旧礼

制崩溃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文化多元、思想争鸣的时代。这个时期，新的秩序

没有建立起来，城邑建设也就不可能遵循一个定制，城邑形制的多元化是可以理

解的。城邑规制的僭越，与旧礼制的破坏基本上是同步的。在僭越成为时尚的时

代，要求一座建于战国时期的城邑遵循春秋以前的礼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

正是在这个看似无序的时期，随着筑城运动的高速发展，也孕育了新的元素，如

一门三道的城门形制、居中立宫的宫殿布局、左祖右社的格局等。正如史念海所

言，《匠人营国》所规定的制度既不是西周旧制，也不是东周新制，但它们在春

秋战国某些列国都城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过
30
。从东周都城的考古发现看，《匠人

［29］
(明)朱长春《管子榷》，第 40 页，明万历四十年张维枢刻本。

［30］
史念海《〈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四辑，三秦出

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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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国》所描述的都城形制，要么是多数都城见不到其踪迹，要么是此城出现一项，

彼城出现一项，从未有两项同时出现于一城之中的，因此说它不是东周新制是十

分正确的。但是，这些新元素毕竟是出现了，或许有人这样认为，《匠人营国》

是综合了上述新元素并加以理想化、系统化梳理的结果，汉长安城是以此为蓝本

进行建设的结果。考察汉长安城的建设历史，我们会发现，它的这种布局是一步

步形成的，尤其是“左祖右社”似乎直到西汉末期才最终呈现出来。因此，汉长

安城以《匠人营国》为蓝本的说法缺乏说服力。

三 《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写定时间

笔者对一门三道城门形制的考古学观察，希望从考古发现的实例来推断《考

工记·匠人营国》最终的写定时间，或者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和

例证。

关于《考工记》的成文时间，历来争论不休，概括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种意

见：春秋末年齐国官书说
31
、战国初期成书说

32
、战国后期成书说

33
、“周朝遗文”

说
34
、战国齐国阴阳家所作说

35
、秦汉成书说

36
、西汉成书说

37
。实际上，《考工记》

并非一时之作，而是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历了不断的修补、完善与累积，属于“长

时段”的文献，“它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
38
。刘洪涛认为，《考工记》大部分

内容记述了周代的手工业情况，应是周时的遗文，但不可否认，其中有的部分是

［31］
郭沫若《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天地玄黄》，群益出版社，1950 年；贺业钜《考工记

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年。

［32］
王燮山《“考工记”及其中的力学知识》，《物理通报》1959 年第 5期；杨宽《战国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年；闻人军《〈考工记〉成书年代新考》，中华书局，1984 年。

［33］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55 年；史景成《考工记之成书年代考》，《书

目季刊》1971 年第 3期。

［34］
刘洪涛《〈考工记〉不是齐国官书》，《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 年第 4 期。

［35］
夏纬瑛《〈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序言》，农业出版社，1979 年。

［36］
沈长云《谈古官司空之职—兼说〈考工记〉的内容及作成时代》，《中华文史论丛》二十七

辑，1983 年第 3 辑。

［37］
李锋《考工记成书西汉时期管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

宋炟《〈考工记·匠人〉成书年代析》，《南方文物》1998 年第 2期。

［38］
闻人军《考工记导读》，第 126 页，巴蜀书社，1988 年；徐建委《〈说苑〉研究—以战国

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第 288～28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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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篡入的。他进一步认为，前人每言《考工记》为后人所补，如马融、贾公彦

谓由刘歆所补，郑玄说“前世识其事者补之”，《隋志》说是河间献王所补，孔

颖达认为是汉文帝博士补成等。虽各说不一，却都认为是汉人所为。这对总目部

分而言是正确的
39
。刘洪涛的观点基本可从，但汉人所补，并非仅总目而已，正

文之中也有补篡之处，《匠人营国》即为其一。

基于以上认识，判断《考工记》各部分的年代就成为主要任务。闻人军曾把

《考工记》全篇内容分为 36 组，并逐一进行了剖析，认为“《考工记》的内容

绝大部分是战国初年所作，有些材料属于春秋末期或更早，编者间或引用周制遗

文以壮声威，在流传过程中免不了有所增益或修订。尽管如此，今本《考工记》

大体上能和战国初期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表明其基本内容未变，它作为我国上

古至战国的手工艺科技知识的结晶，是可以依赖的”。然而，涉及《匠人营国》

部分，他仅笼统地叙述了周代两次城市建筑的情况，并认为西周姜齐的营丘城是

“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制度的蓝本
40
。目前有关营丘的地望，学术界还存在很

大争论，有的认为在临淄齐国故城内，有的则认为在齐国故城外
41
，其形制当然

也无从知道。齐国故城已进行了全面勘探，该城至少经过两次较大的变动，亦未

发现与《匠人营国》相近的内容。闻人军基于《考工记》为齐国官书的认识，认

为《匠人营国》为西周初年城市规划蓝本的说法亦无依据。

如上所述，一门三道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楚国纪南城，而在其

他国家没有出现，成为一种定制则首先出现于西汉长安城中。无独有偶，《匠人

营国》的其他几项内容也同时出现于此，如旁三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

后市等。因此，与其说汉长安城是根据匠人营国的条文所建，毋宁说汉长安城是

总结了东周都城建设的成就而建成的，而《匠人营国》则是对汉长安城都城建设

成就的描述与总结。陈寅恪先生曾高度怀疑《匠人营国》与汉长安城的关系，他

说：“《考工记》之作成时代颇晚，要乃为儒家依据其所得之材料，而加以理想

化之书，可无可疑，故其所依据匠人营国之材料其中必有为当时真正之背景

者……然则西汉首都宫市之位置与《考工记·匠人》之文可谓符合，岂与是书作

［39］
刘洪涛《〈考工记〉不是齐国官书》，《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 年第 4 期。

［40］
闻人军《考工记导读》，第 136～138 页，巴蜀书社，1988 年。

［41］ 张学海、罗勋章《营丘地望考略》，《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第 324～337页，浙江人民

出版社，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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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时代有关耶？”
42
近年来，也有学者力主这一观点，认为《匠人营国》记述

的都城布局规划完全是按照西汉长安城的布局事实附会加工而成
43
。我们倾向认

为，《匠人营国》成文时间应在西汉末期。《匠人营国》语言中保留了许多春秋

之前的词汇，如形容城墙长宽高的“雉”，形容市场大小的“夫”等，这些都是

“长时段”形成的结果。

《考工记》到底在西汉什么时期被补入《周礼》，现有六国说、河间献王说、

鲁共王说、汉文帝说、汉武帝说、刘歆说等几种观点
44
。其实，东汉人已经不太

清楚《考工记》的来历了，从班固的河间献王补配《考工记》，到马融的刘向刘

歆父子补配《考工记》，再到《礼记·礼器》孔疏的汉文帝令博士撰写《考工记》，

不一而足。在刘歆之前，《周官》深藏秘府，流布不广。《后汉书·儒林传》载

“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
45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利用《周礼》进行托古改

制，在其授意下，由刘歆等人建议，把《周官》列入学官，设《周礼》博士，《周

礼》始正式跻身于儒家经典行列。汉长安城南所建的“王莽九庙”以及由此形成

的左祖右社格局，与之应有密切关联。随着新莽政权的垮台，《周礼》博士随之

取消。东汉时期，始终未立《周礼》博士，但民间研习、注解《周礼》者较多，

涌现出许多知名学者，如郑众、马融、郑玄等。然而，正如沈长云先生所言，汉

代以《考工记》补冬官时，就不明白《周官》所缺《司空》之职责，而错误地以

《考工记》补之。东汉大儒郑玄亦不明白“国有六职”的真正含义，把《考工记》

“国有六职”理解为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六项官职，而其真正

所指的应是开篇所说的六种不同的职业，即“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

士大夫，审曲面直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

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46
。司空之职主要是管理土田

［4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 63 页，中华书局，1963 年。

［43］
李锋《考工记成书西汉时期管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

［44］
六国说，见《周礼·太宰》贾疏。河涧王说与武帝说，见《汉书·景十三王传》、陆德明《经

典释文·叙录》、《隋书·经籍志》。鲁恭王说，见《太平御览》。汉文帝说，见《礼记·礼

器》孔颖达《正义》。刘歆说，见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引马融《周官传》。

［45］《后汉书·儒林列传下》，第 2576 页，中华书局，1965 年。

［46］
沈长云《谈古官司空之职—兼说〈考工记〉的内容及作成时代》，《中华文史论丛》二十七

辑，1983 年第 3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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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功，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礼记·王制》云“司空执度度地，居

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
47
。《韩诗外传》云“山陵崩竭，

川谷不流，五谷不植，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
48
。《考工记》所载绝大多数为

百工之事，属工师职责
49
，只有《匠人建国》《匠人营国》《匠人为沟洫》属于

司空职责，或许这三部分并非《考工记》原有之内容，汉代后补或改动的可能性

极大。

至于《周礼》到底何时入藏秘府，目前也只能划定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上

起河间献王，下迄刘向刘歆父子入秘府校雠群书，即汉景帝至汉成帝初年。应该

说，《考工记》补为《冬官》以后，特别是王莽设立《周礼》博士，《匠人营国》

对后世影响巨大，对帝国时期的都城形制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成为指导帝国

时代都城建设的经典，包括一门三道在内的各项制度，被以后都城所继承。

很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考工记》的内容、作者以及写定时间等问题进行过

研究，尤其是写定时间问题，虽然学术界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分歧仍然较大，

至今尚无定论。笔者赞同多数学者意见，认为《考工记》是一部长时段的文献，

全书写定时间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以偏概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匠人建

国》《匠人营国》《匠人为沟洫》三篇所记载的内容有别于《考工记》其他章节

的内容，为冬官司空职责，其他章节为百工之事，属工师职责。特别是《匠人营

国》所记载的都城形制与西汉末年汉长安城的都城形制大致相似，二者之间存在

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一门三道城门形制的发展以及汉长安城的建设过程看，《匠

人营国》很可能是受到西汉末年长安城形制的启发或影响，其最终的写定时间在

西汉末年，也即在此时《考工记》被补入周礼之中。

［47］
《十三经注疏·周礼正义》卷十二，第 1338 页，中华书局，1980 年。

［48］
赵善诒《韩诗外传补正》卷八，第 203 页，商务印书馆，1938 年。

［49］
《礼记·月令》：“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

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

以荡上心。”


